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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币制的历史渊源
第 一 章

唐代创立的通宝币制，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也是古代社

会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结晶。它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生长在上

古、中古时代货币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的一株奇葩。因此，要全面了解通宝币制，首先必

须透彻地了解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渊源。

分而言之，通宝币制的渊源，可展开为这样几个层次的问题，即货币的起源、铜铸货

币的形成、方孔圆钱的确立乃至半两币制与五铢币制的历史遗产。

透过这些问题的概略评述，我们将依次跨越中国货币史上的货币孕育时代、贝币时

代、多元铜铸币时代、半两时代和五铢时代，去追溯中国古代货币从萌发到形成的遥远历

程；寻觅铜铸货币在历史上的最初踪迹；探求方孔圆钱形制的文化内涵和定型因果；概览

从半两币制到五铢时代的千年旅途中币制、币政和币论的种种建树，从而为通宝币制的横

空出世，勾勒出一幅概略的历史脉络图景。

第一节　　从货币起源到多元铜铸币时代

一、中国货币起源研究的意义

货币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当遥远的上古出现社会分工

和私有制以后，货币便降临到人间，这是世界各地文化概莫能外的共同规律。

中国上古时代货币的起源，不仅起步很早，而且拥有古老的传说和较为丰富的地下出

土实物及古文字资料。拨开历史岁月的迷雾，重建中国货币史的童年时代，具有追根溯源

的理论意义，这将有助于阐发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古代食货经济传统，诠

释秦汉至隋唐以来中国历代货币制度的渊源和发展依据。而且，这也是在世界货币文化谱

系中，为中国货币文化确定座标系的关键性工作之一。

因此，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货币史学科的奠基，史家对这个课题一直投予关注的目

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 年代以来，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出土资料，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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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钱币学研究的精华，对中国上古货币起源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学术见解，有力地推动了

这个课题的纵深发展。本书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来追述古代货币的

早期历程，说明其与通宝币制间的源流关系。

二、中国上古货币起源的条件

经典作家认为：“货币结晶 “货币形态或是附着于最，是交换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重要的外来交换品，或是附着于家畜一样的使用对象，那是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要

素。”②

在我国上古历史上，交换的经常化并发展到一定 系规模，大约是在神农时期。《易经

辞》载：

“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这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即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当时农业与畜牧业开始分离，

产品日渐增多。各部落之间乃至氏族和生产者之间有了经常的交换。 齐俗训》《淮南子

载：

“故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可见，直到原始社会末期，交换的主要形式还处在实物交换水平上。

从考古材料看，新石器晚期大汶口等文化类型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猪头骨，这表明

猪已是人们的私有财产，并成为交换中的等价物。 古文献的记载正好也印证了这一点，

曲礼如《礼记 下》载：

“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上述部落、氏族和生产者之间的物物交换，和交换中等价物的形成，为货币的出现准备了

最初的条件。

三、夏、商和两周的贝币

（一）夏朝的贝币

根据文献传说和出土实物，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币，目前可以确定的年代

为夏朝。所以，货币是伴随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时代一道诞生的。

先来看汉代文献的记载：

《史记 平准书》：“农商工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

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

或布，或刀，或龟贝。”

《盐铁论 错币》：“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用金钱刀布。”

《太玄》：“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国家以通，万民以赖。”

《说文解字》“：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泉。”

剔除汉代学者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之后，《史记》、《盐铁论》等古籍关于夏代用贝币的

传说，已经被夏代文化考古所证实。我们知道，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我国四千年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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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础。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发掘显示，夏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

平。

在农业方面，生产工具有石镰、石铲、石刀、骨耜等出土，夏人使用这些工具平治水

土，发展农业。在青铜器方面，已出土有青铜刀、锥、锛、铃、凿、镞、戈和爵等，同时

还发现有铸铜遗址，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表明自夏朝开始历史已进入青铜时

代。其他手工业如制陶、纺织、玉器骨器加工、造车、酿酒等行业也有相当成就。在登封

王城岗遗址又发现了小型城堡的夯土墙基。夏朝这种社会生产力水准和私有制发展程度，

无疑具备了货币流通的社会经济基础。

目前，在河南偃师 枚穿孔海贝，可以认定是夏代的货币。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

海贝是暖海中生长的一种贝类，产地远在印度洋、南海沿岸和香港、海南岛沿海，对于北

方中原的夏族来说，它是一种外来交换品或贡献品，是充作货币的良好材料。除天然贝

外，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骨贝、石贝。由于夏代文字目前尚未真正发现，从出土文字

角度证明夏代贝币的使用，尚俟诸来日。

（二）商代的贝币

商代贝的使用更加普遍。殉葬用贝现象，已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从历年安阳发掘情况

看，百分之五十的墓葬中都用贝殉葬。商代贵族的墓中有大量殉贝， 年，妇好墓中

多枚。一次出土贝币 平民墓中也有一些殉贝，最少的为 枚。当时可能还出现

以赚取贝为职业的商贾之民，因为在安阳发现的一些商代墓葬中，既没有许多青铜礼器殉

葬，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但却有数十或数百枚贝殉葬，这种身份，很可能是携

带贝币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贩。

随着贝的货币职能的扩大，王室贵族向臣下的赏赐，也逐渐由以往单纯用实物转变为

兼用货贝。在武丁以后的甲骨卜辞中，有关于“尝贝”、“赐贝”的记录。例如：

庚戌〔卜〕⋯⋯，贞易（赐）多女又贝一朋。

⋯⋯征不死，易（赐）贝二朋？一月。

商代金文中也有赐贝的记载，如：

丁亥， （ 赏 ）又（ 右 ） 贝，在穆，朋二百，正 扬 赏，用作母己

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

庚申，王在 ，王格宰椃从，赐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

己巳，卿事锡小子 贝二百，用作父丁 。

在文献方面，《尚书 盘庚》记有商王盘庚的训辞。他指责臣僚只知道“具乃贝玉”，

又警告大臣“无总于货宝。”反映了商代贵族在商业交换逐渐发达的情况下追逐贝货的风

气，也有力证明贝货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实物贝币，从其穿孔、加工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小孔式，孔径不大于

大孔式，孔径 ；磨背式为第三阶段，体积大大缩小，重量比大孔式

贝减轻十分之一左右。据研究，至迟在商代前期货贝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而商后期出现的

磨背式贝币，使用更为轻便。这是贝作为实物货币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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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周之贝币

两周时期是奴隶社会高度发达阶段，贝币在货币系列中，仍扮演着主要角色，是两周

的本位货币。周代墓葬中出土的贝币较多，仅扶风地区发掘的 座墓葬中，就出土贝币

座西余枚。 陕西沣西 周墓中，殉贝就达千枚以 商周。 金文屡见赐贝的记录，

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从而为我们了解西周贝币的购买力，提供了条件。例如周成王

时，一件铜簋价格为十四朋贝。八十朋贝可购买土地十田，折合为一贝币可购土地

市亩。周共王时，一匹好马，值五十朋贝，一个奴隶的价格是二十朋贝。

进入东周之后，我国早期的金属铸币已广泛铸造和使用，但实物贝币在流通领域仍是

很重要的货币种类。东周贝币在种类、数量和分布地区上，比商和西周多而广泛。据对

《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发表的出土文物报告的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

枚在东周墓葬遗址中， 出土地域包括黄河出土海贝达 枚，蚌贝 ，骨贝 枚。

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

东周金属铸币出现后，并未能迅速取代贝币，这是因为铜原料受限制，贝币可补充货

币流通的不足，又可充当低值货币与铸币相辅而行。而且，长期使用贝币的传统也起到一

定的历史惯性作用。在诸侯割据状态下，海贝又能够充当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中的通用币

角色。约至战国中晚期，贝币渐趋衰落。及秦统一，贝币才正式在中原 消各地货币舞台

失 。

综上所述，贝币的出现，揭开了中国上古货币的序幕；贝币的流行贯穿了三代和东周

的历史；贝币开创的古币职能乃至用货币殉葬的文化习俗，均为后世通宝时代所继承发

展 。

四、中国早期的铜铸币

中国古代金属铸币的起源，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据《管子 山权数》“：汤以庄山之

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夏代铸币的传说是否可信？夏文化考古证明，夏代确已

进入青铜时代，就青铜冶炼水平而言，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在技术上已具备了可能性，但

迄今尚缺乏出土实物的证据，因而夏代有无金属铸币的问题，尚俟考古新发现来解答，不

宜武断地否定。

目前拥有科学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上古铸币是商代后期的铜铸贝币。 年，安阳大

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三件铜铸贝。据发掘者报告：“铜贝三件，墓十四出土一件，墓

三一二出土两件。出土铜贝型式相同，系仿海贝铸制的。墓十四出土的一件，长 ，最

厘米。墓三一二出宽 土的两件，大小相同，长 ， 至最宽 厘米。

年，在安阳殷墟西区 墓中亦出土铜贝两件。 年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村商代墓中，

枚铜出土 贝和 枚海贝。
，依照经典作家的意见：“货币的铸造形式，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发生的。

这些铜仿贝是在商代冶炼青铜工艺技术高度发展条件下，适应日益发达的商业交换需要而

产生的。因为外来的天然海贝，不仅来源有限，而且易损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贝



第 7 页

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因而仿贝形式的铸币应运而生。

”和“ ”字。此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找到与铜铸贝币有关的文字，即“ 字从贝从

寽，是先秦寽，可译读为 时期的金属重量单位。寽字证明商代铜铸贝币，是以寽作

为重量单位使用的，这完全符合早期铸币币材重量单位与名称价值相同的规律。

西周的铸贝，今已有零星的出土。在西周的金文器铭中，亦留下铜贝使用的记录，如

《稽卣铭》：“易（赐）贝三十寽。”天然贝是以朋为计算单位，寽为金属单位，所以这里的

”，也以寽为计量单“赐贝”是铜铸贝币。西周器铭中还多次提到金属“ 位，郭沫若认为

“大抵乃货贝字”， 此也是指铜铸贝。

年代以来，又有商代后期的青铜铲形工具钱、镈在黄河中游地区出土，如安阳商

代墓葬和安阳殷墟分别出土铜铲，后者通长 ，形状与后来这些地区出现的空首布

相似。我们认为，它一方面是铲形农具，另一方面也开始执行等价物作用，逐渐发展为金

属实物货币，即所谓“原始布”。

此外，西周考古中又发现青铜饼和青铜块在相应地层或墓葬中出 年和土。如

年，在周原法门乡召陈村的西周灰坑中，出土两件紫 克、铜圆饼，分别重

克。青铜块则以苏南地区的为典型，如 年在金坛县鳖墩西周墓中出土 块青铜

块。这些青铜饼、块很可能是西周时当地流通的金属称量货币。

五、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中国古代铜铸货币种类繁多，形制歧出，令人目不暇接。这既是

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经济飞速发展的产物；也是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割据局面的反映。

各种钱币的始铸年代，迄今无准确断代证据，许多研究者意见不一。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

记载，大体而论，约在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

（一）铜贝

东周时代的铜贝，大致可分两类，即无文铜贝和模铸文字的蚁鼻钱。据统计，五十年

代以来，考古专业刊物发表资料中，属于东周出土的铜贝数量达 枚。（有些报告

没有介绍具体数字，则无法计入。）无文铜贝，多是仿背磨式海贝的形状：面凸起，有模

铸的贝齿，底内凹。主要流行区域有三晋、齐、燕地区。如侯马市上马村 ，是一座

七鼎墓，出土铜贝 枚，包金贝 枚，时代为春秋早中期。并在侯马牛村古城遗址内

发现大量的铸铜贝的铸范。从遗址分期看，铸贝活动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 齐国初铸刀

化时，铜贝同时也在交换市场上流通。如临淄齐故城于家村春秋墓出土无文铜贝数枚。一

枚齐法化大约相当无文铜贝四十枚。 年，曲阜鲁国故城林前村春秋墓，出土 枚

无文铜贝，外有碎片 枚。在林前村被铺路扰乱的墓土中，发现 枚包金铜贝的残

片。 在燕北的东胡地区，也出土过无文铜贝。

蚁鼻钱，是楚境流行的铜铸币。目前出土的蚁鼻钱，均为战国时代的窖藏，个别出于

墓葬。如湖南常德德山镇 等， 尚无早于春秋的证据。蚁鼻钱出土范围很广，

东至黄海之滨，西至咸阳、南到长沙、北至曲阜均有发现。其中曲阜董大城村，一次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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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已知出土最多的一处。蚁鼻钱币的铸文枚。 有君、忻、金、贝等十种字样。
”　

”，晚期战国中期流行“ 、“ 统一于“

（二）布币

春秋时主要形态为空首布，流通于黄河中游地区，即周、郑、晋、卫等国。进入战国

时期，演变为平首布，再变为方足布、尖足布以至圆足布，其流通区域扩大至燕国和秦

国，尤其是三晋各国的重要城邑，都铸行布币。流通范围北至辽宁，南抵河南，东至山东

西界，西到陕西。根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判定，年代最早的布币，是山西侯马的晋国城址

枚大型耸附近所发现的 肩尖足空首 出土布币数量最多的，布，出土于春秋晚期地层。

是 公斤，计 枚在山西阳高县天桥 。这些布村发现的一批战国窖藏布币，总重达

币钱文所记地名近百处，大体确知的均属三晋地区。

（三）刀币

春秋时期刀币铸行区域在齐地。战国时期，刀币流通扩大，成为齐、燕、赵广大地区

的共同铸币形式。齐国早期刀币有：齐造邦、齐之法化，即墨之法化，安易之法化数种。

至战国，主要流行齐法化刀。在燕国则流行明刀。燕赵原为布币区，铸行刀币后形成刀布

并行区域。文献中屡屡“刀布”并提，考古出土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北京呼家楼

燕下都、出土的战国窖 余枚，其中明刀占藏钱币 余枚，布币 枚。 丰宁等

地亦发现布刀共存现象。

除以上三大币系外，还有圜钱体系，因其开创了中国后世方孔圆钱的基本型制，故将

在下面专作研讨。

第二节　　圜钱与方孔圜钱形制的创发

在先秦的各种铜铸币之中，圜钱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方孔圆钱

的铜币形制，就是渊源于圜钱的。那么，圜钱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外圆内方形制又是怎

样形成的？这些问题，学术界迄今尚无确凿的结论和一致的看法。

一、关于圜钱的铸行年代

据汉代班固的追溯性记载，圜钱的历史开始于西周初年。《汉书 食货志》“：太公为周

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于齐”。据此，西周初年太公已为周朝制定函方圜钱，并把

这种币制推行到齐地。班固记载是否可信？圜钱究系何物？历代钱币学家搜集了大量传世

实物。王献唐依据古文献和古文字学考证，对班固记载进行详细考论，作出了肯定的回

答。他认为“周人以居西土，西方产玉，初即用为货币，殷商一朝，且早为圜形，行于周

土，并及殷方。殷亡以后，太公改铸铜环，玉环渐退，但用为器饰宝藏，不为钱币。太公

退，又行于东齐，齐不产玉，无玉环币制，系西法东来。”因此他认为，“太公就西土旧

币，酌改铜质，经此一改，遂永为环币之祖。数千年来，通行社会，方孔圜形之铜钱，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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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遗制也。”太公成为方孔环形铜币的创始人。就圜钱与刀币关系论，则“刀制尚出其

后也。”

但也有些史学家对班固的记载持怀疑态度。如郑家相认为“圜金者，圜形圜孔之化币

也，创自周季（周末），盖当时感布化行用不便”。“凡今日所见之圜金，无一不由布化所

递嬗。圜金亦布化与钱间之过渡制作也。

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史学界对圜钱有了新的认识。首先，从

西周遗址墓葬中，迄今未发现铜铸圜钱，姜齐早期的铸币，迄今也仅发现无文铜贝，和可

能是姜齐建国时期所铸的齐建邦刀。以上两点，大体证明圜钱的真实铸行年代晚于西周。

目前传世和科学考古发掘记录的先秦圜钱，主要有秦地出土的一两圜钱、魏地出土的

共、垣字圆孔圜钱和齐地賹化圜币。

在否定了圜钱出现于周的说法后，东周时代这三地出现的圜钱之间关系如何？三地是

分别独立形成环币抑或由一个发源中心传播各地的呢？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个问题的探

索，只能依靠考古分析了。因为绝对年代证据阙如和科学发掘材料欠丰富，尽管不少史著

和研究者提出一家之言，但均停留在假说水平上。

秦地 克、 克、 克、一两圜钱的重量有 克，最轻的一枚

克。平均重量较重，造型古朴，钱文字体接近西周金文，“两”字一般无上面一横，个别

的虽有上面一横划，也很短，中间两个人字，上部竖笔很长，十字作十或一。它出现较

早，上限在春秋晚期，下限至惠文王二年（前 年）之前 。共字、垣字圜钱，“共”、

“垣”都是地名，共在今河南辉县，春秋时属于卫国，战国入于魏国。垣地望，在今山西

垣曲县西，战国时 克、魏邑。垣钱重 克、量分为 克， 克。共字钱重量为

闻喜出土的共币重 克。 有人认为魏地圜币在先，秦圜币是受魏币影响而产生的。

是说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把惠文王二年初行钱定为行一两圜钱。本世纪 年代四川秦

墓中出土简牍和半两钱证明，惠文王所行钱为半两方孔钱。这样，一两圜钱的历史年代大

大提前，秦圜钱与魏圜钱的年代便同时了，两者孰先孰后，尚难遽定。

在齐地，亦出土不少先秦方孔圜钱。如 年，济南五里牌坊出土一瓮古币，其中

圜钱 枚，含賹六化、賹四化、賹化、一化四种。 年青岛市郊出土賹六化一件、賹

四化二件。历年出土的地区，大抵已遍及齐国故土的各个县市。 在燕地，出土有三种方

孔圜钱，出土地区分布在辽宁、吉林、朝鲜北部，大抵相当于燕昭王、惠王新扩的辽西辽

东郡之内。 齐地方孔圜钱的出土规律，是多与齐法化刀币伴随出土，而未见与齐建邦刀

伴出的情况。

从齐法化形制铸造工艺、出土数量、钱文书体等各种因素综合判断，一般认为属战国

中期以来的齐国主币。据此，则齐国 化圜钱的出现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并且很难

再进一步限定于具体年代，因之，在有准确系年的出土材料发现之前，就无法与秦方孔圜

钱的出现准确校定先后了。

有人出于一元中心传播论的思维习惯，欲将齐、燕方孔圜钱视为秦方孔半两钱的传播

结果，人为地将齐方孔圜钱问世的年代推迟，认为是战国末期秦政治、军事扩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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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齐钱断代上并无有力的证据，所以至今只能停留在假说上。从三地圜钱的各自地位

看，差异也很明显。在秦国是作为主体货币形式的，而在魏齐则是作为辅币形式的。至

此，我们能够初步作出的回答是，圜钱的出现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如果能打破文

化创造一元传播论的思维定势，按照铸币必然趋于圆形化的规律，那么，似乎在秦魏与齐

地分别独立形成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造型由来的推断

圜形钱造型的由来，经历代史家的探讨，目前大体已形成共识，基本都同意圜钱造型

起源于玉璧形制说。古代玉器有环形，为一种玉饰品。《礼记 玉藻》“：孔子佩象环五寸”。

《世本》：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环及玦。”环之功用，初以饰身，继亦用为陈设品，又或用

为聘享，兼及其他器用。《尔雅》释器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

之环。”铜铸圆钱出现后，古人仍沿袭称玉的传统，把钱身叫做肉，把孔叫做好，这不啻

为圜钱渊源于玉璧的有力证据。

那么，环与圜两字是否相通？《说文》释璧“，曰瑞玉，圜也。”《御览》卷八百二引圜

作环，可证两者音义并通，并 五证明璧也是环。环又与瑗音义并同，本一字异体。《汉书

行志》“：宫门铜瑗。”颜注“读与环同”。所以，上古之时璧可称环，环可书瑗。因此，圜

币的圜的本义，是指玉璧。

玉器是怎样演化成货币的呢？玉作为珍贵饰品，因为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喜好，久而

久之，就充当了交换中的媒介物，然后进而演变成为货币。《管子 国蓄》说“：先王以珠，

玉为上币。”商代墓葬中，殉玉是常制，出土的玉器十分丰富。周代器铭中也记载了玉器

的价值。如《裘卫盉铭》记载矩白（伯）庶人，以十块田交换裘卫的值八十朋贝的玉器。

西周的玉是以珏为计算单位的，在交换过程中，还要折合成贝朋来计算。

玉璧作为货币在交换使用中，也必然受到青铜铸币工艺的影响，于是，逐渐出现以青

铜铸成的环形货币，“壹其轻重，定其价格，专以交易。即圜形货币所由仿也。”所以，早

期的圜币形态上还较多地保留有玉璧的特征。如垣字、共字币、珠重一两币其好皆小，仅

及肉半，“殆仿璧形为之，所谓肉倍好者也。推其初形，皆出于璧。”而且初象真器铸造，

大小亦与真器接近，故较厚重。

上述由玉璧转变为圜币的年代，从考古发掘的各种迹象综合推断，其上限当在春秋晚

期至战国初期。

考古发现证明，玉器作为远古社会人类文化的重要创造物，约出现在旧石器时期。在

我国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分布十分普遍，从黄河上游中下游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

区；从辽河、红河流域到珠江流域，都能寻觅到它的踪迹。秦地作为惟一的圜钱主币区，

其创设圜钱的历史可能性和优势，在于它与西部玉的产地接壤，玉文化较为发达，这为秦

国效法玉璧形态铸币，提供了条件。不过三代以来，各地大型墓葬中的考古发现，也同样

表明，玉器在上古中国各个地区都流行于上层社会中。也就是说，它在西周各地区，都同

样具有作为实物货币使用的历史传统。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断，不论秦地、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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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地，其实都拥有独立创立圜币的历史基础和条件，未必需要来自外铄的因素。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各种货币的演变系列中，圆形化趋势是古币形态变迁进化的

共同规律。从古代希腊、罗马货币到西欧金银诸币，多呈圆形，这是因为各种几何形体

中，圆形币圆边无棱，不易磨损，便于取放、携带和储存，因而对其他币形来说，具有无

法相比的优越性。中国古代圜币的形成，渊源于发达的璧文化，最后终能在各种形态的铸

币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两千多年铜币形制，体现了人类货币文化发展概莫能外的法则。

三、方孔圜钱的出现

圜钱的圆形圆孔造型，可以看作是其形制的原生形态；而圆形方孔的出现，则无疑是

古代圆形钱币的高级形态了。

那么，方孔圜钱率先在哪个地区问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也同样隐藏在历史深

处。 年，四 枚。川青川秦墓 埋葬的年代，出 根土 据半两 随钱 葬的木椟

文判断，不晚于秦昭王元年（前 年）。据《史记 秦本纪》记载：惠文王二年（前

年）‘初行钱 ，。关于钱币铸行，史书别无记载。所谓“初行钱”，可能铸行的即半两钱。

从《史记 秦本纪》所记秦国史实看，一项新制度往往先推行若干年，然后才以法令

形式固定下来，这已形成秦国政制传统。据此，则半两钱的问世的年代，又可提前到惠文

王二年之前了。惠文王之前是秦孝公，孝公用商鞅变法，多所改革，钱制的改革也有可

能，因此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假设：即孝公变法始行半两钱。时间在公元前 前

年。

以上对秦币的探讨，说明秦圜钱经历了由圆孔向方孔的递嬗，这个变迁序列似乎证

明：方孔是圆孔的后期形态，或进化形态。但奇怪的是齐地、魏地的圜钱都没有表现出这

种进化序列，故尔有学者提出传播论的思路来解释这个史实的矛盾。就是说魏地接受了早

期传播，故行圆孔钱；齐地接受传播晚，故行方孔钱。但是说矛盾很多，比如，魏秦为毗

邻之国，为何未接受晚期传播？事实可能比这种思路复杂得多。

四、方孔圜钱的文化背景

方孔的改革，曾经有从工艺技术因素推究的，也有从意识形态观念因素探讨的。比较

起来，后者更为重要。晋人鲁褒《钱神论》云：

“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货帛为本，上智先学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

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钱之为体，有乾有坤。”

鲁褒的说法，给后人提供了解释方孔之谜的历史线索。循此，王献唐曾注意到战国末

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和《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天圆地方思想。 据笔者所了解，先秦典

籍记载表明，从周代以来，就流行着一种“盖天说”，以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据

《大戴礼记 天圆》所说，在孔子时，也已认为“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且把天圆地方说

提高到天地之道的地位上，加以宣扬。战国中期宋玉的《大言赋》中亦有此说：“方地为

车、圆天为盖。”屈原在《天问》中写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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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

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隅隈，意指天圆故多隈（弯曲），地方故多隅（角落）。

圜道篇》认为：“天道圆，地道方⋯⋯”据说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 曾参对此

也有怀疑：“诚为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掩）也”。

以上说明，天圆地方确实是周代流行的天地观念。这种流行的天地观念，怎样渗透到

作为经济媒介的货币上的呢？这应该追溯到中国古文化中观物取象的思维传统，这种传统

成为连结古代宇宙观和方孔圜钱形制的中介。

在上古乃至三代，天地观对于古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有着莫大的影响。比如，成书

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就是古人取法天地的哲学作品。“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

象于 周人认为“法象莫大乎天地”。 甚至认为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

“君子之德”也必须取则天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 。

可见原始时代流行的“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文化中十分流行。其影响所

及，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周人主张“君子之德”，必须效法天地；君臣之位要效

法天道地道之圆方；甚至都城宫室建筑也要效法天地之象。 至今人们把每页书的上下方，

还称为天地。当然，由于古代这种文化传统去今已远，所以很难被今人所了解。因此有些

研究者很难从理性上接受方孔钱起源于古人天地观念的解释。对此，王献唐又有很好的补

证，即以汉制反推先秦。汉武帝时白金三品的设计思想，据记载便是“为圜形像天，为方

形像地”。由此可见秦汉人的思维与行事。

上述思想，看来已是东周时各地区普遍流行的观念。从秦、齐乃至楚地，都具备形成

方孔圜钱的观念文化基础。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不宜把方孔货币限定为某地所原

创。事实上，至战国末期，列国范围内均可能出现货币圜钱化的趋势。

齐地圜钱系列中，是否经过圆孔阶段？就著录和出土资料来说，郑家相曾论及据说是

齐地乃至皖北出土的且阳四朱、即墨四朱圆孔圜钱，从重量单位看属秦制，故该币身份

可疑。而且 年代以来，科学考古发掘中，从未再发现。目前对这一类货币，似宜存而

不论。齐地的文化环境，亦具备了原创方孔圜钱的条件，齐地有以珠玉为币的历史传统，

又是古代文化思想活跃地区，燕齐之地在战国时代，一度成为文化中心，各种思潮和思想

家多在这里产生。著名的稷下学派中，有不少思想家，在天地宇宙观方面都有所建树，如

阴阳五行家邹衍即以长于天论而闻名，号称“谈天衍”
。

战国时期，各地区出现的圜钱的钱文，有较大差异，分别有记地名、记重量或兼记地

名和重量数种，形制工艺上亦有无郭、有郭及铸法的不同。这些差异，其实正反映了各地

刀币区、布币区和圜钱区分别演变的文化差异。如：布币区出现的圜钱，就自然沿袭了铸

纪地名的传统。刀币区的圜钱就保留了标重传统，如賹六化，賹四化等。以往研究者往

往出于思维定势，把秦地以外发现的圜钱说成是秦占领区所铸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

为既然秦军已吞并该地，按照秦国在兼并战争中的铁腕政策推断，就只能铸行秦半两，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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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于再搞充满妥协色彩的记地名，或记布币釿重量单位的圜钱。

圆形方孔钱在工艺上和日常使用上，也同样比圆孔有先进之处。就工艺而论，随着铸

钱工艺的进步，在以铜范浇铸出边沿不齐的钱坯后，方孔形态便于“以竹木条直贯数百文

就勒铭而言受锉”，来加工铜币外廓。 ，方孔便于上下左右顺序排列，钱文也利于判读；

方孔又便于以镪索穿之，易于携带，因此形成后代的“贯”制。就美学效果而言，开出方

孔以方圆几何图形相匹配的观赏美感，也胜过圆形圆孔。因此，中国铜铸币历经演变，先

是形成圆形环钱，第二步便定位在方孔圜钱形制上。这是人类货币进化共同规律和中国文

化独特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方孔圜钱成为通宝货币形制的历史渊源。

第三节　　先秦货币思想精华和政策实践

三代处于货币文化起源阶段，货币思想和政策因历史资料有限，难以详述。春秋战国

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涨阶段，形成了足以反映这一时期特征的

货币思想和货币政策，为中国传统货币理论和传统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新兴的封建生产关

系所取代，社会经济形态步入一个新阶段。战国时期生产力有新的飞跃，商品经济的急剧

发展构成古代工商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从而为货币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一时期由于西周初步的统一局面瓦解，出现诸侯列国崛起的割据局面，各国争雄称

霸引起了延绵不绝的战争。政治和军事上的分裂，促成货币制度和货币形态的分化。战国

后期新的统一趋势，又促成各地货币的初步趋同。

基于探索、总结复杂的货币现象，以发展经济实力，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的需

要，并且也获益于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先秦货币理论在此阶段随之奠基。其中有些理论

付诸了实践，有些则带有更多的玄想色彩。由于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有限，因此货币思

想和理论带有鲜明的本土性和强烈的独创性。这一时期重要的货币思想有：

一、东周子母相权论

春秋末年，东周王室卿士单旗在周景王二十一年，提出子母相权论， 是我国历史上

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的议论，从政策论层面看，首先是主张根据市场流通的需要，铸轻

币或重币，轻币为子，重币为母，两者相权而行，重量要足值。其次，认为货币的基本作

用是“权轻重”，即发挥价值尺度职能，铸币重量要适度，不至于“民患轻”或“不堪

重”，以便平抑物价，稳定币值，使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相适应。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记载较为简略，除上述两方面大致含义外，其子母的概念与轻币

重币、大钱小钱之间的关系，以及“王废轻而作重”就会“民失其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阐说上都不够明确，这反映了早期货币思想的局限性。

就原理论层面分析，其言论中实际已涉及到金属论观念，认为金属货币的价值在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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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含金属量，所以货币必须有足值的金属量。已触及到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

首要职能。又指出不足值的大钱会导致民失其资。还肯定了实行同一种金属铸币的主辅币

制度，以及货币铸造是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以来，子母相权论经常为后人所阐述和引用，并随着币制的发展而增益改变其内

容。唐宋以后，有人用来说明足值与不足值货币的关系，如大小钱相权问题。有人用来说

明纸币与铜币相权；或用来说明金银、铜币与纸币相权等问题。总之，对我国古代货币思

想和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管子的货币论

齐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土壤，孕育了先秦货币 《管子》。《管子》的货币思想的奇葩

思想涉及到货币起源、货币本质和职能、货币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之作用等一系列命

题。

首先，《管子》作为名目论者，尤其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为“黄金刀布者，

民之通货也。 通货一词，被后世 的叙述，把沿用至今。而书中关于“刀布，沟渎也

货币流通特色揭示出来。

其次，把经济上的轻重论应用在货币与商品关系方面，提出了货币数量说的有关思

想，认为商品价值、货币购买力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即“币重则万物轻，币轻而万物

重。 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增减，就会使商品价格发生正比例的变化。此说以后长期被湮

没，至唐宋钱荒刺激下，一度复兴，并影响到当时的货币政策。

其三，阐发了国家运用货币干预经济的思想，主张国家“执其通施（货币）以御其司

（粮食）， 其运作手段则是通过运用货币和价格政策来实现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并

且区分国内经济周转与对外贸易来灵活运用。其经济思想带有明显的经济干涉主义倾向，

主张国家经营乃至垄断某些经济事业，以达到充实国家财力的目的。凡此种种，均达到古

代货币思想的高峰，为汉唐以后封建货币政策模式，构筑了理论基础。通宝时代的许多

思想家多祖述《管子》，将货币作为封建王朝的财政工具，进行论证和政策设计。

先秦货币思想还论及商品的价格问题。如子贡的物以稀为贵论，范蠡、李俚的平粜

论，墨家、孟子的价值、价格观点等。总之，先秦货币思想在当时的世界上，与希腊、罗

马的货币思想遥遥并峙，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所创立的子母相权、轻重等中国特有的经

济范畴，建构了传统的货币认识格局。

三、铸币权的分散与统一

从制度和政策实践等层面看先秦货币文化遗产，也有足以影响通宝制度的重要内容，

其中关键是铸币权的问题。我国古代殷商铸币权问题已不可详考。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

侯国都可以铸造发行货币，反映了封建割据形势下，铸币权分散的历史特点。诸侯国内的

君王甚至卿大夫也享有铸币权。以晋国为例，晋阳本是晋卿赵氏的封邑，就铸有战国初期

的布币，也可能铸造过空首布；平阳曾是战国时赵国平阳君的采邑、考古亦发现平阳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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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的布币。洛阳曾发现战国末期的文信圜钱。 文献中找不到有关的线索，但传世古钱

和考古发现已经肯定地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的铸币权是分散的。

秦自商鞅变法后，为实行中央集权，开始把货币铸造作为王权象征收归国有。在齐国

这个也有铸币权统一于国君的迹象。 事实在制度上得到肯定，所以周显王三十三年（前

年）秦惠王施行货币王室专铸时，周王反倒去“贺行钱”了。

循吏《史记 传》记楚庄王拟行大钱，“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的混乱，后有

楚令尹孙叔敖谏止，才恢复原制。就楚之爰金、郢爰、陈爰看，均是以楚国都城为铭记，

这意味着楚国的铸币权是集中在君主手中的。

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表明，秦国在统一铸币权的同时，还采取了立法形式，对民

铸币权的集中，是先秦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历史的必然。这个间私铸加以禁止。 传统，

被通宝币制所继承。

第四节　　半两币制的历史遗产

一、半两币制的两大阶段

严格意义的半两币制，是指秦统一后，由国家确立并通行全国的半两货币制度。它在

历史上行用了 年（从前 年至汉武帝元狩四年）。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种由中央

集权的封建王朝以立法形式推行的钱币制度，意义和作用无疑是重大的。

半两币制来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其始铸年代，综合各种线索，大致在秦孝公变法之

年（前 年）。由此至惠文王二年，为初创阶段；此后至秦灭六国，为定型阶段。若把

秦统一中国之前的这两个阶段计算在内，则半两钱行用共达 年之久。当然，统一前的

秦半两，只是战国多元化币制的一种，属于区域性货币，流通范围只限于秦国领土之内。

二、西汉前期半两币制的沿革

半两币制的沿革，入汉以后较为频繁。刘邦建汉以后，为了改善经济凋敝的状况，借

口秦半两钱过重不便使用，放民铸钱，结果，半两随趋轻小，出现类似榆荚的小钱。 高

后二年，改由国家垄断铸币，另铸八铢半两 ；六年改铸五分钱的四铢半两。 文帝即位

后，取消盗铸钱令，再度开放铸币权，官民并铸。朝廷则铸行四铢半两。 持续到景帝中

元六年（前 年），又禁民铸钱。 武帝时一度停铸四铢半两，改铸三铢。这是第一次改

变“半两”这一币制的品类名称。建元五年（前 年），恢复了文帝四铢半两， 即传世

持续的有廓四铢半两钱。 到元狩四年（前 年）又废半两，更铸三铢，次年令郡国铸

造五铢 。延续两个多世纪的半两币制，于元狩四年寿终正寝。

三、秦汉半两钱铸造权的变迁及教训

秦半两币制，是秦王朝取缔六国多元货币制度，实施货币统一的历史产物。秦兼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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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后，针对六国币制各行其是的纷乱状况，颁布了货币改革令：“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

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秦半两钱，“文曰半两，重如其

同时废止东方原六国所铸的旧币文”。 。

从现有资料和文物线索分析，秦推行统一的半两币制，包括了货币形态的统一，货币

单位的统一，铸造权的统一和发行调控政策的统一。至秦二世时，继续大力推行货币统

反映了秦王一“，复行钱”， 朝对统一货币制度的高度重视。秦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权

力为后盾，以法令形式为手段，推行统一币制。这种做法，为通宝货币制度所继承。通宝

时代的各个皇朝，对此传统皆奉行不渝。维护币制的统一，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

入汉以后，刘邦及其后继者开放铸币权，对秦朝统一的货币制度进行了变革尝试。经

过约半个世纪的“放民铸币”的政策实践，固然促进了西汉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改善了

流通货币量不足的经济症结，但开放铸币权的弊端也十分严重。西汉前期社会货币经济的

无序发展，造成货币权力与封建统治权力争衡和冲突。 因此汉景帝终于恢复了禁民铸钱

的法令。

西汉前期的半两币制，与秦半两的不同处在于，除了中央铸造外，郡县和封国始终有

铸币权，即便颁布禁民间铸钱令以后，郡县封国铸币仍是合法的。武帝元狩五年，令郡国

就说明了铸五铢， 这一点。

半两币制的制度和政策实践，主要集中在铸币权的收放问题上。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

王朝政府专铸铜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汉前期的中央与郡国共铸半两的制度，既是承袭

了春秋战国的历史传统，又开启了后世通宝币制的铸造体制。因为仅仅靠中央垄断铸造，

在古代生产工艺和运输条件局限的情况下，是不经济的。故尔历代通宝皆是在产铜地区，

或地方政区中心设炉铸行的，这与半两币制有相通之处。

第五节　　五铢币制的形成与兴衰

西汉中叶，武帝于元狩五年（前 年）创立五铢钱制。五铢币制运行至唐武德四年

年）凡 年，形成我国货币史上一个五铢币制时期。

武帝五铢，初为郡国并铸，至元鼎四年（前 年）专令上林三官铸造标准五铢。王

莽篡汉后，推行复古改制，五铢钱被废置。东汉复行五铢。三国鼎立之时，曹魏地区基本

流通五铢，吴蜀两国铸行大钱，其中蜀地仍为直百五铢，保持了五铢之名；吴地则仿王莽

币名。至两晋南北朝时，南朝钱帛并用，钱法甚乱，前后铸行钱币近 种，其文以五铢

为钱名的不足 种，主要的有萧齐五铢，陈五铢两种。

北朝币制与南朝稍异。北魏孝文帝之前多为实物经济，自孝文铸五铢以来，历朝所铸

多为五铢。但前面多冠以年号。至北周有五行大布等三种钱币，不再用五铢为名。

隋统一后，整顿货币积弊，力挽五铢币制衰颓趋势，重铸仿汉代的五铢钱，禁用旧



第 17 页

钱。隋五铢钱一直沿用到唐高祖武德四年 年）。（

五铢币制在西汉中叶正式创立 ，它，不是偶然的。从五铢币的造型、制度的形成来看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并且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

一、五铢币重的意义

半两币制的币重，经历了一个由重到轻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半两看，确实是重如其文

的。秦制一斤，约等于 或今 克，故一铢约合今 克。半两则合今 克。根据学

者对青川秦半两和陕西张堡窖藏秦半两的测定，早期半两大体合乎上述币重。但秦半两

中，已有相当一部分轻于半两之重。

至西汉，榆荚半两仅重一克，甚至不足一克。官方铸行的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其币

重均远远低于半两的真实标重。 因此，西汉前期对方孔圆钱的合理币重，进行了长期探

索。

汉武帝即位后，曾铸三分钱、即四铢币， 又两度行三铢币，最后才将币重定位在五

铢上。按一铢约等于 克，五铢约相当于今 克。从中外古代钱币的重量看， 克

是一个标准重量，因此成为五铢币制的一个基本要素被固定下来。

二、币式的改进

早期半两币制的币式，较为粗糙，皆为毛边，方孔与周边皆无廓。这不仅影响美观，

给携带使用带来不便，而且也易被私铸者磨鋊取铜。

从方孔圆钱的创制看，先秦齐地的賹化钱和燕地的一化币式较为先进，方好皆有

廓。但这种币式未被秦统一货币时吸收借鉴，所以未能构成半两币制的发展环节。

从汉高祖荚钱始，到文景半两钱止，各种西汉半两，仍为平背无廓方孔圆钱币式。武

帝建元元年初铸三铢，亦是此式。至建元五年“行半两钱”时，新铸一种平背面上带有外

廓的半两钱。

至元狩五年，摒弃半两币制，正式推出五铢币制。其币式为“周廓其下”，即面背皆

有廓的方孔圆钱。元狩六年，又“令京师铸官赤仄”。赤仄即赤侧，即铸币边缘一律进行

锉平加工，币制的生产工艺进一步改善。

元鼎四年，行上林三官五铢，就完全定型在赤侧五铢币式。再者又有穿孔面幕铸廓的

币式，细分包括面穿上下左右均有廓，或仅面穿上有廓，三面无廓的，以及背穿有廓、无

廓的。在这些币式上，五铢币尚未统一。

三、币径的统一

币径即方孔圆钱的直径和孔径的尺寸。半两币制在币径的造型上个体间存在较大差

异。据对陕西凤翔高家河出土的一批半两钱测量，钱的直径尺寸，从 至 不

等 至。孔径则从 不等。直径误差达 ，孔径误差达 汉代八铢八

两直径亦在 之间（如成都北郊西汉墓，北郊洪家包西汉墓出土的八铢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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